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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毛泽东国际话语传播的环境、主题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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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引起西方国家利用话语表述施加各种软遏制。作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建国后曾多次在外事场合就国际形势发表观点，并有力地加强了

中国国际话语传播的影响力。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整理和分析《毛泽东文集》中的相关文本，能够

表明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话语环境变化有着清晰而准确的判断，对国际话语主题、风格进行了有

益的定位。当前，中国要构建更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正需要借鉴毛泽东国际话语在内容、表述和目

标上的认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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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过：“知识（话语）激发
了活动，而不是禁锢了活动，诱导了思想，而不是

禁锢了思想，引发了话语，而不是打断了话

语。”［１］２１８可以说，正是言语的修辞、主体和风格等

内在特性，在国家领导人所置身的国际政治背景

中产生意义，才使得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以主体

意识和权力渗透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在当今相对

和平的国际环境下，随着各类主体、利益之间交叉

和作用的不断深化，大国间的话语往往成为集中

反映国家意志、展示国家影响的手段，容易受到国

际社会的关注。然而，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不断运

用多种话语内容和话语平台来压制中国发出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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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音，从而使中国长期面临“话语困境”。

作为大国领导人和知名政坛人物，毛泽东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２７年里曾经多次就国
际问题发表谈话，其中不少谈话的对象都是国际

人士。这些谈话中的内容已经被众多毛泽东思想

的学者研读和分析，但基于中国的话语输出而对

文本进行的研究却并不多。针对毛泽东同志建国

后的重要外交谈话具有施加话语权力的特点，可

以通过对《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

（均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中的４０多篇谈
话文本进行分析，并结合毛泽东的外交和国际战

略思想，探讨毛泽东的国际话语传播及其背后的

成因，以求对当前中国如何争取国际政治话语权

提供借鉴。

　　一、毛泽东就国际话语环境的基

本认识

　　建国后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２０年左右时间
里，随着国际政治格局波谲云诡地变化，毛泽东对

于国际话语环境的认识有着一个逐渐变化的过

程，其运用国际话语的意识也逐渐增强，按时间划

分，可以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为标志，分为前后两

个阶段。

（一）“一边倒”的国际话语环境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的中国，奉行的是“一边
倒”的外交政策，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涉外谈话相

对比较单一，主要体现在两大主题：一是站在社会

主义阵营的立场上，反对美帝国主义。二是关于

朝鲜战争的正当性话语。前者具有代表性的有

《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谣言》，后者主要体现在《朝

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但在这段时期

里，毛泽东认识到部分国家具有同中国外交接触

的可能性，也试图从一些对中国相对友好、反共色

彩不那么浓厚的国家里打开局面。例如，在１９５４
年７月７日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说“美
国所谓反共，不一定是真的，而是要把它当作题目

来做文章，以达到它另外的目的”，［２］３３９这时的毛

泽东相信广大中间地带国家不一定都会认同美国

的反共话语。

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的外交谈话日渐
增多，且受到国际话语环境制约的程度明显减轻，

更易于表现出一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和意志的言

说。尤其是在１９５４年的日内瓦会议和１９５５年的

万隆会议之后，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在第三世界国

家中更多地争取有利于中国形象的舆论支持是完

全可能的，因而也开始尽可能用话语来团结一些

第三世界国家。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

吴努、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等的谈话中都可以看

出，其话语对象的重心已经调整到不结盟运动中

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后，赫

鲁晓夫对斯大林作出了全盘否定，苏联对待中国

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亦越发明显，在一系列问题

上都表现出以“老子党”自居的态度。毛泽东在

这一时期国际问题的谈话中，明显将如何看待斯

大林，以及如何处理中苏关系作为话语的重要着

眼点。例如，在部分文章中，毛泽东提到“要从本

国的实际出发来进行革命实践”“每个民族都有

自身的长处和短处”“对苏联、斯大林的问题要辩

证地来看待”［３］２４等一系列的话语主张。当然，此

时中苏关系尚未全面破裂，中国仍然在国际上自

视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所以对苏联展开话

语对抗和争夺并不被毛泽东认为是主导性谈话内

容。甚至在不同场合，他还尽量微妙地将社会主

义世界中的话语环境解读为同志、家庭之间的争

吵。例如，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他仍

然秉持着“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

动有利，尽管你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二）“两个拳头打人”和“一大片”的国际话

语环境

６０年代初，伴随着中国与苏联（中苏）大论战
和关系的全面破裂，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与已有

的打倒“美帝国主义”一样都成为中国官方的既

定话语。在《毛泽东文集》中，我们对这一时期毛

泽东的谈话研究，明显发现强化了革命输出的话

语。或许，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不愿意对外国友人

多谈对苏联的态度，而是将眼光主要放在了广阔

的“中间地带”。相比之下，除了在１９６４年初《赫
鲁晓夫不好过》这篇谈话中表达了“大闹天宫”的

姿态之外，其他的谈话更多地体现在向第三方势

力，即“一大片”亚非拉国家的靠近上。毛泽东此

时最为看重在“中间地带”国家中争取道义和舆

论支持，他更加意识到国际话语权力的重要性，这

一时期堪称是其国际话语实践最为成熟的阶段。

毛泽东认为，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空前不足，

两个超级大国虎视眈眈的现实面前，中国必须尽

可能地团结更多朋友。他对话语权的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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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侧重在三个层面：一是对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

立革命的话语支持；二是对所谓的美国苏联盟友

国家内部反抗运动的话语鼓动，如《日本人民的

斗争影响是很深远的》《中法之间有共同点》等篇

谈话；三是在对话中注重谈论当时西方世界出现

的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的运动和思潮，尤其善于抓

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矛盾来作文章。其中

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爆发了黑

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１９６３年８月９日
《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支持美

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一文，将黑人

的抗议活动视为美国被压迫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

伟大抗争。该时期的话语实践，体现了毛泽东本

人将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民族解放话语权

斗争、冷战双方阵营内部话语权斗争以及国内阶

级利益话语权斗争充分结合的深刻战略思想。

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国内“文化大革命”
高潮的逐渐淡去，毛泽东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

治的思考日趋冷静。虽然这一时期他的对外谈话

数量有所减少，但却展现出务实性的话语转向。

一方面，更加重视对外宣传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少

改进对外宣传方法的重要观点；另一方面，则侧重

于减少话语的进攻性，逐步淡化对资本主义国家

的敌视和不满色彩，进而为中国与美国、日本展开

对话进行话语尝试和铺垫。尤其是１９７０年１２月
１８日就尼克松的谈话，他说道：“我欢迎尼克松上
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

点，你信不信？”［４］４３６，这表明要以一种国家利益为

重的实用主义风格，为打破阻碍中美两国关系的

坚冰做努力。

纵观建国后毛泽东的对外交往谈话，每个时

期的特点都不是绝对的，例如对亚非拉国家的肯

定和友谊往往贯穿于多个时期。此外，由于对国

际环境风云变化需要有微妙的判断，其言说主题

往往会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时局而突然调整。但

总体而言，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对

于新中国所处的险恶舆论环境以及自身话语权弱

小的现实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只是在遵循总体

国际话语规则的前提下，让中国适度参与了国际

议题的讨论和设置。

　　二、毛泽东给予国际话语主题的

充分定位

　　福柯认为，掌握话语权的人就能够掌握社会

规范。毛泽东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主动

发声的国际话语必然会对国际社会就中国的看法

和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他较为注重在谈话

过程中对话语主题和风格两方面进行定位，从而

展现中国最高领导层对国际话语空间的介入姿态。

（一）革命的话语定位

角色定位是话语分析理论的重要视角，毛泽

东一直以来将中国视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

组成力量，所以建国后主动赋予了中国以社会主

义革命的主力军、反帝国主义的支持者的角色定

位。尤其是面对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风起云涌
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将自己视为民族解放的引

导者。例如，在同非洲青年代表谈话时，他说“非

洲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非洲”［４］８；在同越

共领导人长征谈话时，他说“不能只做和平取得

胜利的打算，要设法使得革命阵营的国家占绝大

多数”［３］１６；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他说“打老虎要

讲究拳法，要一拳一拳的打，不能大意”［３］４０５。此

外，更广义地看，他甚至将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人

民对美国的不满视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

命的一部分，从话语上将日本工人同美帝国主义

及其在日本的代言人———“岸信介一伙人和垄断

资本集团”对立起来。这种革命的话语定位，尽

管较为激进，却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部分国家、民

族争取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呼声，在当时的国

际舞台上有一定市场。正是在这种革命的声援

中，他塑造出了中国作为弱小国家和被压迫人民

坚定盟友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二）团结的话语定位

毛泽东同志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时期就初步形成，［５］１２５－１３０建国之后，这

种思想的发展更强烈地影响了其对于国际关系的

思考和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其外交性的谈话

中多次强调了具有“团结”意义的话语，包括团

结、平等、合作等等。这种团结的话语针对不同的

言说对象，还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谈中苏以

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这种话语在６０年代以
后就基本不提了；二是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

人谈话，会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上谈反对帝国

主义，包括１９５９年３月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
杰克逊、１９５９年１０月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
记夏基时都提到各国兄弟党的相互支持；三是在

同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弱小国家要

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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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话语。毛泽东一直

坚持中国与弱小国家的共同点要远大于分歧，例

如在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同尼赫鲁的多次谈话中，他就
强调“中国和印度在受外国欺侮、热爱国家方面

的感情是一致的”，“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

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２］３６１在他看来，哪怕是中

国与亚洲邻国，其领土的争议也不会非常大，在共

同的敌人面前都不会是根本矛盾。就像他在《中

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的谈话中说的那样：“我

们同印度吵了一年架，但还是朋友。朋友吵架是

常有的，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都吵架。”四是到了

６０年代末期，毛泽东还在与美国、日本、西欧客人
的谈话中说到了一种发达国家民众与中国团结起

来反对本国统治集团的可能。这种超越了国家界

限来谈团结，虽然未必符合实际，但却是对中国话

语影响力的倍增。

（三）谦虚的话语定位

话语权力的重要内涵就在于语言形成的威慑

力和感染力，正因为话语权是通过反映主观意识

的话语来表达和运用权力，而不是通过冰冷的刀

枪，所以总是沾染着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

素。［６］１２－１３话语的谦逊往往会避免咄咄逼人的态

势，而用更加委婉、风趣的表达来说服对方，可以

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毛泽东同志在对外谈话方

面就十分注意这一点，他曾就对外宣传问题告诫

道：“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

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

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４］４３２而他

自己的言语中也时刻注意既保持谦逊的语调，又

尽可能利用一些话语修辞来表情达意。例如，对

于当时有些小国受到美帝国主义的鼓动，宣扬中

国可能会对外侵略，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回去

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

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３］１２４他还对南

斯拉夫代表团说道：“中国作为大国要非常谨慎

小心，要 避 免 盛 气 凌 人，要 ‘夹 紧 尾 巴 做

人’。”［３］１２３可以说，正是这种对待各国人士一律

友好、谦虚的态度，赢得了众多小国、弱国对于中

国话语及毛泽东本人的尊重。

（四）自信的话语定位

正如谦虚的话语反映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温

文尔雅、内敛含蓄的文化底蕴一样，自信的话语也

正是毛泽东本人性格特征的最好写照。尽管当时

新中国诞生不久，但在毛泽东的国际话语中我们

不难发现对和平或正义战争的自信，对中国人民

的自信。例如，他曾经多次在各个国际谈话场合

从战略上论证一个观点：即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弱者可以战胜强者。他也曾在同１１个社会主义
国家代表谈话时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

怕鬼。”［４］５１此外，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论世界局

势时，他会毫不掩饰对英法挑战美国领导权的欣

赏；在印尼苏加诺总统希望中国主动提出“入联”

时，他会坚定地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就像《雁荡

山》一样，要飞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打进

去。”［３］１４２谦虚和自信构成了毛泽东国际话语中的

双重定位，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具有这种充满着辩

证法思想，“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般巧妙的政治

艺术，才能使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力软硬兼施地得

以展现。

　　三、毛泽东话语实践对当前国际

传播的几点启示

　　当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构建，就国家层面上
看还主要停留在媒介和载体上，似乎把国际话语

权等同于国际传播权。而毛泽东时代，尽管中国

对外传播媒介还很弱小，传播手段也较为落后，但

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影响力却能与日俱增。通过

剖析毛泽东的话语传播实践，我们更加认识到，话

语是思想内容的载体和表现，只有真正树立起中

国国际话语的内在自信，才可能根本改变所处的

话语弱势地位，传递出更有力的中国声音。

（一）要善于传播既有的先进思想和经验

对中国或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毫无用处的

话语体系无论建构得多么完美都难以“行之久

远”。［７］７３毛泽东的谈话之所以能够有助于中国在

国际上占据话语高地，恰恰是因为毛泽东个人深

刻的思想内涵，以及他对治国、治党、治军方面的

丰富创见。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及

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对于广大还处在

反帝和民族解放进程中的亚非拉人民而言，尤为

具有影响力。例如，在１９５６年３月的同长征、艾
地的谈话、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谈话对象不仅十分关注毛泽

东军事思想的现实意义，对于《毛泽东选集》也认

真进行了阅读和理解，这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作

为当时一种为实践证明了的先进理论，展现了蓬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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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生命力，经过有意识的介绍，理论优势很快就

能形成话语优势。后来，我国政府也专门设立了

《毛泽东选集》翻译领导机构。这一大型中译外

工程包括东语、西语两大翻译团队，涉及语种达

３０多种。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８８年，经由中国国际图
书贸易总公司向境外发行的外文版《毛泽东著

作》共３９个语言版本，图书更是达到２３００多种、
３４４７万多册。［８］国际话语权力不同于现实的国家
实力，其改变的往往是话语对象的价值观，而要改

变对方的价值选择，就必须提出更重要、更有吸引

力的价值成果。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新一届

领导人身体力行，主动对国际社会的关切予以话

语回应，特别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书籍在海

外的热销热议，更展现出其对自身观点和中国发

展的理论自信。然而，国力大幅提升的中国话语

权力有限的现状依旧没有改变，根源在于缺乏西

方国家那种人文社会科学对已有经验的总结。正

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崛起必须有原创性的基

础理论，特别是必须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这

样才能弥补“拿来主义”的严重不足，也才能在与

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毛泽东

的国际话语实践，正是对这种观点的重要例证，也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再形成理论输出的最好写

照，启示着我们应当自信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中国道路优越性进行传播与推介。

（二）要着力于产出合理而深刻的概念

话语生成能力强大所导致的话语资源丰富，

对于一国话语权的构建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毛泽

东的国际谈话中，尽管他本人对具体“问题”的分

析不多，但却能够通过具有个人风格的思考，形成

对概念和话语的推陈出新。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

１９６３年谈话中所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论，以及
１９７４年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的《关于
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无论是“两个中间地

带”，还是“三个世界”的提法，由于较为合理地反

映了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准确进行了时代发展

态势的判断，因而在广大反抗帝国主义霸权和反

对美国与苏联冷战的国家和人民中广为认同。近

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崭新

概念，如“和平崛起”之类的提法应者寥寥。相比

之下，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等话语还更有影响，并仍然得到沿用。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学者、政客却提出了一

系列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如“历史的终结”

“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第三条道路”“全

球治理”等等。这种话语逆差表明：毛泽东的国

际话语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话语的生命力离不

开概念创新。应该基于学术理论和现实对策的有

效结合，大胆提出解释现状的话语范畴，无论是

“新常态”“中国梦”，还是“命运共同体”“大块

头”“ＡＰＥＣ蓝”。只要力争提出形象而富有说服
力的概念，就会产出深受国际舆论欢迎的新表述。

（三）要敢于对国际话语权力体系进行挑战

打破旧的国际格局，建立更为平等的国际秩

序，这是中国人民和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

的共同愿望。然而，帝国主义国家依仗知识优势、

文化优势和媒体优势，牢牢掌控着国际议题的主

导权。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通过对

中国“应当放弃侵略政策”“强大起来会称霸”等

负面宣传，妄图抹黑中国，甚至挑起亚洲邻国对中

国的误解和猜忌。毛泽东敢于直面这种话语攻

击，主动而坦诚地阐明中国的态度，不被其“牵着

鼻子走”，避免陷入其国际话语陷阱。一个典型

的事例是：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召开后，新中国的国
际形象迅速上升至一个高度，不少亚非国家希望

中国能够“先入联，再驱蒋”，从而站到反对帝国

主义的国际舞台最前沿。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主

导的话语平台，且民族国家争取加入联合国正是

二战后国际话语权力下的游戏规则。但毛泽东却

敢于反其道而行，打破现行游戏规则。在１９５６年
９月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
“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

进去。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我们要借这个题

目做文章。我们天天要求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

不讲时间”；“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

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３］１４５。后来事实证

明，正是这种对国际话语秩序的挑战，才为中国始

终坚持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并且在东西方两大

阵营之间争取战略主动创造了条件。当前，中国

经济实力的增强极有可能促成话语优势的构建，

但要完成两者之间的转化，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下转第４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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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与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相辅相成。应用型本

科院校的办学目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

连，创业教育的最终方向也同样需要紧密依托区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时代背景下，不管从人才培养本身角度，还是从高

校、社会的角度而言，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创业教育

上都有自身相对个性化的特征，同时也有更加有

利的条件，都需要我们将创业教育渗透于办学目

标和人才培养要求，使创业教育在推动时代发展

及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出更大的推

动力。

参考文献：
［１］屠火明，刘吕高，陈静．地方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和突破［Ｊ］．教育与教学研究，２０１２，６（１２）：４８－５１．
［２］刘泉生．南宁学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思路探析［Ｊ］．广西教育，２０１４（２）：１３７－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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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４１页）
以中国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来

打破世界金融权力体系为例，就存在着与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原有话

语权平台的博弈问题。中国只有坚定目标和信

心、遵循公认规范、积极倡导合作，才能真正被视

为提供公共产品的负责任大国，受到国际上的广

泛认可。

《毛泽东文集》六、七、八卷中关于国际问题

或同国际人士谈话的文章多选自《毛泽东外交工

作文选》，由于谈话覆盖面有限，仅对其展开研究

难以全面概括建国后毛泽东的国际话语实践全

貌。但是，基于文本的修辞学、语用学研究，依然

能够使我们理清毛泽东国际话语权力观的大致思

想轮廓。总而言之，毛泽东同志不仅具有丰富的

政治修辞技巧、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成熟的国际战

略思维而且能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面对当

前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上主动施展外交新举

措，增强话语内容、理念的影响和创新表达方式的

新态势，借鉴毛泽东的国际话语传播策略，有助于

进一步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软遏制，更好地参与

国际政治领域话语权力构建。

参考文献：
［１］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Ｍ］．刘北城，杨远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７．
［２］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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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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